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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技艺：从经验中提炼理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迪 
 

    社会学研究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经验分析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学科品质，强调

通过各种调查方法收集、整理和分析资料，从中概括和提升结论，并理论化地回答研究问题。伴

随着追逐经验发现和理论洞见的脚步，大量极具启发性和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对完善社

会科学相关专业的建设、推进社会改革深化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在透过经验资料提炼理论的过程中，有三种存在风险的现象值得商榷。 

    第一种现象可被叫作“快用理论”。其主要表现是：缺乏足够的资料支持，仅从有限而浅层

的现象就得出事实性的结论；或者没有经过细致的分析和推演过程，仅凭简单的甚至臆想的逻辑，

就上升到创造概念和对话理论的层次。这就如同一部电影，缺乏角色行为和故事情节的铺垫与推

进，也没有镜头语言和细节刻画的精心运用，就力图将人物形象、宏大叙事、思想宣教都植入观

众的印象中，虽然想讲的道理都没错，但效果无疑是空洞和苍白的。 

    第二种现象可被称为“泛用理论”。其令人惋惜之处在于，研究者在获得了相对扎实、充满

细节感和内部差异性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并没有调用或创制足以匹配资料的分类体系、系列命

题或理论框架来对事实进行恰当的解释，而是套用宽泛的、普适的并无具体针对性和精确解释力

的理论，给研究过程画上充满遗憾的句号。在这类情况下，常被请来的“现代性”“身份认同”“需

求层次”等理论放在哪儿都不会出错，但到底是辜负了调查工作所获得的生动资料，仿佛在辛苦

勾描的、妙笔生花的工笔画上，草草泼上了一盆墨，种种精谨细腻均被掩盖。 

    第三种现象是“错用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往往脱离既有的事实材料基础，得到了

方向有偏差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进而勾连了并不恰切的理论。比如，调查资料其实清晰地显示

出了主体间的互动与合作，却在分析中运用了冲突与对抗的理论；在案例中看到了行动者主动的

选择与服从，却在结论中写成单方面的权力和压制；等等。这类研究往往预先安排好了结局，无

论做不做调查、事实如何，总要按计划宣读某份与主体内容并不贴切的判词。 

    导致这三种现象的原因越是复杂隐秘，规避其中风险的操作越是精密细致。这其中的学术技

艺由几代社会学者精心修炼而成，也须我们继续打磨雕琢。那么，研究者可以从哪些方面传承与

发扬学术技艺，进而避免从经验到理论的风险？ 

    首先，研究者须在价值层面保持客观与开放。研究者囿于自身的主观立场、道德判断、惯性

思维、文化优越感，或由于对某种理论的执念过于强烈与刻板，套用理论模型、研究框架或政策

话语，过早、过快、过于武断、过于笼统地指向某种结论，而非寻找事件自身的逻辑，从而影响

了资料分析的具体过程。其实，在社会科学范式形成的初始阶段，滕尼斯就指出，为了保证对现

实认识的客观性，必须在认识过程中摆脱任何价值因素和道德感情。马克斯·韦伯则对事实领域

与价值领域、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进行严格的区分，提出“价值相关性”是指研究工作开始之前

的主观兴趣，以及研究完结之后应用结论时的主观目的性；而“价值中立性”是指研究过程应不

掺杂任何主观的价值观念，以无偏的、中立的态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从

价值层面上讲，回归滕尼斯和韦伯的主张，“悬置”来源于研究者既有知识体系和信息结构的预

判，避免“先见之明”“专家视角”“价值审判”对研究过程的干预，对事实保持敬畏、倾听、开

放的态度，是有效规避从经验到理论的风险的先决条件。 

    其次，研究者须在阅读层面尽力延伸与扩展。研究者调用宽泛而不契合的理论或并不适当的

理论，常常只是因为“武器库”里的库存贫乏，没有更合适的概念工具或学术观点可用，无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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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只得操起一件还算熟悉的兵刃匆忙招架，使得不太对劲儿自然是难免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

根源于“一人一本成名书”的阅读模式，在对某些理论家具有代表性的一两部经典作品及其提出

的抽象概念进行学习和膜拜之余，缺乏对作者的生命史、创作背景、社会土壤以及由此决定的理

论适用范围的思考，缺乏对作者思想的转变过程、其所归属的学术脉络的转向过程、学派之间的

对话过程的把握。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像听歌只听某些成名曲、单曲，甚至只记住了一两句歌词，

而不听专辑，不了解曲风的转变，对潮流与趋势更无关注，在评点具体风格时自然难有凭借。因

此，在阅读层面要避免一叶障目或盲人摸象，在纵向上延伸阅读的链条，比如不仅知道詹姆斯·C.

斯科特提出的“国家的视角”，更要从“弱者的武器”“反叛与生存”“自发性与抵抗艺术”等角

度进行全面的了解。同时，在横向上拓宽阅读的幅面，比如在接触到资本与技术的视角、文化与

伦理的视角、家庭与关系的视角之后，再回头看某些主题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就不会成为

唯一的选择。 

    再次，研究者须在经验层面持续贴近与深入。很多研究在选题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其经验资

料的失败，因为研究者的生活经历距离研究对象的日常世界太过遥远，由此极有可能造成对传统

聚落之生计结构和民间习俗的不了解、对作息节奏和饮食习惯的不适应，或造成对特殊人群之文

化氛围与内部话语的不理解、对沟通方式与交往习惯的不认同。冷门生僻的领域固然如此，而即

便在研究相对成熟的政府行为和企业组织等领域中，这类现象也并不少见。究其原因，恐怕是研

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本就缺乏、也很难构筑起一套互通共享的话语体系，更没有一种共生共情的

互动关系。所谓的调查过程一直是在表面、浅层徘徊，在访谈、座谈、外部观察等常规调研中观

看“前台展演”，而无法进入自然状态中获得更进一步的信息。最终，作者基于“悬浮”的材料

进行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式的解读，用自以为适当的理论，为他们自以为理解了的行动者与事实

代言。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研究者在选题的时候就需要考虑自身与主题领域之间的贴近性，

考虑田野调查的可及性。这种贴近与可及并不是物理性的、肉身到场意义上的，而是在文化、生

活、情感和融入意义上的贴近与可及，唯此方能构成深入调查和移情理解的前提。当然，在经验

层面还需要强调的是，尽可能从多个角度获得关于事实的陈述（如劳方和资方的不同声音、村委

成员与村民的各自立场、上级与下级的分化态度），尽可能连续地把握事件过程（如前因后果、

不同阶段、重要转向及其背后逻辑），尽可能原汁原味地重现当事人的表达、说辞和解释（而不

是过早地用研究者的学术化表达和概念化语言来替代）——陈述的多元性、事件的完整性、文本

的原生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勒紧研究者臆想的缰绳，最大限度地将理论的霸权关进经验的铁笼之

中。 

    最后，研究者须在分析层面把握节奏与幅度。前面述及的风险有很大可能是在两种情况下产

生的：一种是，研究者在思考中完成了对经验资料的解读、概括和提炼的过程，而在写作中没有

更清楚地交代和展示中间的分析与推演，在直观上造成了基础事实与宏大理论之间的割裂感，也

就是所谓的“快用理论”的结果；另一种是几乎没有分析和提炼的过程，对现象稍加描述之后，

“摆事实讲道理”变成了“摆事实扣帽子”——帽子选大了就成了“泛用理论”，帽子扣偏了就

成了“错用理论”。在分析中或可通过这样的做法来适当减少风险：一是逐级分析、层层递进，

将访谈或观察所获文本的自身逻辑和关键表述作为初级发现，在此基础上做出的事实层面的概括

即为中级发现，以此为据汇聚而成的基本结论（即“事理”）则是相对高级的发现；二是从“事

理”到“学理”的提升要秉持审慎推论、有限推广的态度，尝试将研究结论放置于其他相似群体

或更大背景当中，考察其适用的空间边界和时间范围，从而确定微观局部的经验发现能否上升到

宏观理论对话的层面。 


